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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丘陵区柏木边坡防护林对 

相邻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的英雄 

吕严风  蒋容  鲜骏仁  杨远洋  杨占彪
* 

(四川农业大学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为了研究川中丘陵区柏木(Cupressus funebris)边坡防护林对相邻农田中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分别以油菜(Brassica campestris L.)地和玉米(Zea mays L.)地为研究样地，分别调查了有边坡防护林和无边坡

防护林农田的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结果显示：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4 525只，隶属3门8

纲18目25科。优势类群为正蚓科、蚁科、链胃蚓科和地幺蚣科，常见类群为铗科、蟋蟀总科、地蜈蚣科、大赤螨科、

狼蛛科和跳蛛科。有边坡防护林的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密度、多样性指数和生物量均明显高于无边坡防护林

农田(P<0.05)。距边坡防护林5 m处的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密度、多样性指数明显低于0 m处(P<0.05)。对大型土

壤动物进行功能群划分后发现，边坡防护林明显增加了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土壤动物数量，对杂食性大型土壤

动物数量影响不明显。结果表明川中丘陵区柏木边坡防护林促进了相邻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的发展，但随着距离

的增加其对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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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景观破碎化程度随之增加，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1]。然而发展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相

互矛盾[2]，如可持续农业通过强化、促进和调控生态系统服务以实现食物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3]。作为陆地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成份，土壤动物通过积极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从而调节和维持陆地生态系统的正常结

构和功能[4]。同时，土壤动物群落能对植被类型、干扰程度和土壤水热动态等做出敏感的响应。如森林砍伐、土壤扰动、农业强

度等管理措施通常能明显减少大型土壤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多度[5~7]。防护林作为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调节农田微气

候、控制水土流失、改良土壤等方面表现出了突出生态效应[8]。防护林与农田组成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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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势。在对土壤无脊椎动物多度和多样性的调查中发现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比单一农田生态系统有更高的土壤无脊椎动物多

样性和多度[9]。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中土壤动物群落和多样性的比较，对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中防护林对农田

内部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报道较少。 

川中丘陵区由于长期的人为破坏，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条件遭到前所未有的破

坏。经过20世纪70年代植被恢复，森林覆盖率上升了4倍以上，形成了林地与农地镶嵌的复合格局[10]。本文选取川中丘陵区面积

较大的柏木(C. funebris)边坡防护林为研究对象，调查相邻农田中与边坡防护林不同距离处的土壤动物群落特征，探讨柏木边

坡防护林对川中丘陵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功能。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的盐亭县(105°12´17″~105°43´20″E，30°58´31″~31°29´40″N)。该县地貌以低山丘陵

为主，海拔 400~600 m。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平均气温 17.3 ℃，极端最高气温 40 ℃，极端最低气温–5.1 ℃，

多年均降水量 825.8 mm[ 1 1 ]。土壤以石灰性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主，分别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72.8%和 23.26%[12]。农作物以油菜(B. 

campestris L.)、玉米(Z. mays L.)、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甘薯(Dioscorea esculenta)和水稻(Oryza sativa L.)

为主，其中农业用地以旱地所占比重最大。 

历史上，由于燃料、肥料等缺少，该区域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大规模人工造林，最初采用桤木

(Alnus cremastogyne)和柏木为主要造林树种，形成大面积的桤柏混交林。后期由于演替和人为因素，桤木大部分死亡，形成

了目前以纯柏木为主的防护林。 

1.2 试验设计 

2014年4月在盐亭县林山乡截流村、金线村和梨园村小流域内选择山坡中部、坡向和海拔相近、农田管理措施基本一致的有

柏木边坡防护林和无边坡防护林旱地为试验样点(图1)。每个样点选择3个重复样地(平均宽度为15 m，长度500~800m)，主要土

壤特性见表1。样地的边坡防护林平均宽7 m，平均树高8 m，树距2 m，分布在旱地的上下边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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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别选择油菜地和玉米地及其相应无防护林农田作对照，将试验样地分为有边坡防护林的油菜地(RS)、无防护林的

油菜地(RF)、有边坡防护林的玉米地(MS)和无防护林的玉米地(MF)四种处理。在每个处理的样地内，根据距离边坡防护林的远

近分别按样地边缘(距离防护林0 m；RS0，MS0，RF0和MF0)和样地中央(距离防护林5 m；RS5，MS5，RF5和MF5)两个距离等级进

行样方布设，样方大小为15 cm×15 cm×30 cm(长×宽×深)，3次重复(图2)，共调查72个样方。 

1.3 土壤动物采集与鉴定 

大型土壤动物采集用手拣法[13]，收集前采用与样方面积等大小的木板方框迅速圈住防止土壤动物逃跑，并将整块土壤全部

移至塑料桶进行收集。将收集到的大型土壤动物用75%的酒精杀死固定，带回室内鉴定。土壤动物的鉴定采用光学显微镜，依据

主要来源于《中国土壤动物》[13]、《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14]和《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15]，鉴定到科。 

1.4 数据处理 

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计算[16]，公式为： 

 

均匀性测度采用Pielou均匀性指数计算[16]，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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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式(2)中:H′为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为第i个物种个体数占所有物种个体数总数的比例；E为Pielou均匀

性指数；S为物种数。 

土壤动物数量等级划分采用Berger-Parker优势度指数计算[16]，公式为： 

 

式中：Nmax为优势类群的个体数；N为全部类群的个体数；D为B erger - Parker优势度指数。D>0.1为优势类群；0.01≤D

≤0.1为常见类群；D＜0.01为稀有类群。 

生物量：将大型土壤动物带回鉴定后，60 ℃下干燥至恒重并测其干重。采用CANOCO 4.0软件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进行

PCA排序，排序数据进行ln(n+1)转化。根据土壤动物食性的不同，将其分为捕食性、植食性、腐食性和杂食性4个功能群[17]。 

采用Kolmogorov-Smironov检验法检验数据的正态性，若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5.0x  )转化以符合方差齐性检验。

有防护林和无防护林农田土壤动物类群数、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 T test)；土壤动

物水平空间类群数、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验，用L.S.D.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数据以

平均值(标准误)表示，显著性水平设置为5%显著水平。所有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完成，制图采用CanoDraw和Origin8.1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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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大型土壤动物组成 

共获得大型土壤动物4 525只，油菜地中共捕获2 513只，玉米地共捕获2 012只；隶属3门8纲18目25科(表2)。所有土壤动

物中，节肢动物门数量最多，占所有土壤动物数量的55.47%；其次为环节动物门，占所有土壤动物数量的42.08%；软体动物门

数量最少，仅占0.69%。寡毛纲在8个纲中所占数量最多，其次为昆虫纲(31.12%)和综合纲(12.24%)。不同类群中，正蚓科

(Lumbricidae)、蚁科(Formicidae)、链胃蚓科(Moniligastridae)、地幺蚣科(Geophilellidae)为优势类群；铗科(Japygidae)、

巨蚓科(Megascolecidae)、蟋蟀总科(Grylloidea)、地蜈蚣科(Geophilidae)、大赤螨科(Anystidae)、狼蛛科(Lycosidae)、跳

蛛科(Salticidae)等为常见类群；其余类群为稀有类群。 

 

2.2 大型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 

图3表示大型土壤动物类群、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在有边坡防护林和无防护林农田中的变化情况。从图3A可以看出，土壤

动物类群数在有边坡防护林的RS和MS中分别明显高于无防护林的RF和MF(F1 , 34 =8.983, P=0.005, F1 , 34 =7.093,P=0.012)。

大型土壤动物密度表现为RS>RF(F1,34=22.464, P<0.001)和MS>MF(F1,34=11.794, P=0.002；图3B)。RS、RF、MS和MF中土壤动

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24、1.85、2.14和1.95，且RS和RF之间、MS和MF之间均达到显著性差异(F1 , 34 =14.138,P=0.001, 

F1,34=8.762, P=0.006)，而RS和MS之间、RF和MF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大型土壤动物生物量同样表现为有防护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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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RS和MS)明显大于无防护林农田(RF和MF)。 

 

2.3 大型土壤动物空间分布 

2.3.1 大型土壤动物密度 

在油菜地和玉米地内，土壤动物密度最大值出现在边坡防护林最近土壤中(RS0和MS0; 图4)。每立方米土壤中的土壤动物个

体数明显随距防护林距离增加而减少(图4A: F3,32=10.238, P<0.001；图4B: F3,32=5.232, P=0.005)。而在无防护林的农田中，

农田中心(RF5和MF5)和农田边缘(RF0和MF0)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3为常见大型土壤动物在离边坡防护林远近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型土壤动物密度表现为随着离边坡防护林的

距离增加而减少，且其密度减少程度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表3)。而在无防护林农田中，较多的大型土壤动物仍表现为农田

边缘(RF0、MF0)密度大于农田中央(RF5、MF5)，但其差异性不显著(P>0.05，表3)。所有常见大型土壤动物中，铗科(Japygidae)、

地幺蚣科(Geophilellidae)、生圆马陆科(Sphaeropoeidae)和跳蛛科(Salticidae)的密度随离防护林距离的增加呈增加的趋势，

即在农田中央的密度高于农田边缘，这可能与其生活习性及生境喜好有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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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大型土壤动物多样性 

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不同处理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在油菜地和玉米地中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表4)。其中油菜地和

玉米地中土壤动物类群数最大值出现在靠近防护林土壤中( R S 0、MS0)，平均值分别为10.33和8.40。而在离防护林较远的农

田中央的RS5和MS5，土壤动物科数目分别明显低于RS0和MS0(P<0.05)。当农田没有边坡防护林时，虽然农田边缘土壤动物科数

目多于农田中央土壤中，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4)。边坡防护林对农田中大型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明显(表4)，防护

林0m处(RS0和MS0)多样性指数(H')明显高于5 m(RS5和MS5)。而无防护林农田中不同距离处土壤动物多样性指数(H')不存在显著

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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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大型土壤动物生物量 

大型土壤动物生物量总体表现为有边坡防护林农田中大于无防护林的农田中。在有边坡防护林的农田中，土壤动物生物量

最大值分别出现在RS0和MS0，但与农田中央(RS5和MS5)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图5A、B)。而无防护林农田中各样方间

大型土壤动物生物量没有显著性差异(图5)。 

 

2.3.4 大型土壤动物功能群 

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土壤动物密度最大值出现在RS0和MS0，且明显高于其他几个样方(P<0.05; 图6)。而在无防护林农

田中，捕食性和腐食性土壤动物密度在RF0和RF5、MF0和MF5之间差异显著(P<0.05)，但植食性土壤动物在RF0和RF5、MF0和MF5

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边坡防护林的存在明显地改变了农田中植食性土壤动物的密度变化。此外，杂食性土壤动物密

度最大值分别出现在RF0和MF0，且处理间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防护林对杂食性土壤动物影响甚微。如从PCA分析可以看出，

植食性的小蕈甲科、蟋蟀总科，捕食性的蜈蚣科、地蜈蚣科、狼蛛科以及腐食性的正蚓科等土壤动物较多地分布在边坡防护林

处，明显地与RS0和MS0呈正相关关系(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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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土壤动物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成分，对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土壤动物对环境的变化表

现得非常敏感[18]。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柏木防护林能明显促进相邻农田中土壤动物的类群数、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这可能

与防护林对相邻农田环境及土壤性质的改善紧密相关。以往研究表明，杨树防护林明显改善了科尔沁沙地相邻农田的土壤理化

性质[19]。柏木防护林有增加川中丘陵区农田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的作用[11]。而土壤养分含量越高，土壤动物数量增加越明

显[6, 20]。因此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而言，在土地利用程度逐渐强烈和栖息地逐渐消失的现状下，以防护林和农田构成的农林复

合生态系统比单纯农田生态系统更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势[9]。 

在农田的水平尺度上，随着与防护林距离的增加，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多样性及密度明显减少，说明随着距离的增加，

防护林对农田土壤动物的影响逐渐减弱。相比农田中央，越接近防护林土壤动物栖息环境越复杂、异质性越高，主要表现在地

上植物多样性明显提高。由于防护林和农田的交错带中不仅有种植的农作物，而且防护林内灌草也向交错带入侵[21]，所以较高

的空间异质性不仅为植食性土壤动物提供不同的食物资源种类，而且为其他不同功能群的土壤动物提供捕食和庇护场所。 

从不同功能群角度看，川中丘陵区柏木边坡防护林明显地增加了农田中被誉为“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蚯蚓与蚂蚁的数量，

这对土壤结构改善和土壤养分的起关键作用。一方面，通过土壤动物的地下活动导致土壤“地下隧道”网络的发展，增加土壤

孔隙度和水分入渗，增加团聚体含量[22]。另一方面，蚂蚁等土壤动物不仅是碎屑食物链中的消费者，更重要的是在取食过程中

对有机质的破碎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有机物质的分解和养分的循环。但在边坡防护林附近农田中，部分植食性土壤动物

也表现出较高的密度。以上结果与环境异质性有关外，还与植食性昆虫的本身生活习性有关。较多的植食性昆虫似乎对农作物

造成危害，但本研究仍然发现在边坡防护林旁农田中，捕食性土壤动物密度也明显增加。这个结果与Unsicker等[23]研究结果一

致。说明较高的天敌群体能有效控制植食性昆虫种群密度从而抑制其爆发。 

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逐渐增加，农业生态系统和其它陆地生态系统相比具有较低的生物多样性。川中丘陵区边坡防护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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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仅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而且具有已经被较多研究证实的保持水土[24]、改良土壤[11]等生态效应。但川中丘陵区目前存

在大面积的柏木纯人工林，其对相邻农田的生态效应范围有限。因此，对现有纯柏木边坡防护林的改造有待于深入研究。 

4 结论 

(1)川中丘陵区旱地土壤动物优势类群有正蚓科、蚁科和地幺蚣科；常见类群有铗科、蟋蟀总科、地蜈蚣科、大赤螨科、狼

蛛科和跳蛛科。 

(2)与无边坡防护林的农田相比，柏木边坡防护林促进了相邻农田中土壤动物类群数、密度、多样性和生物量。 

(3)边坡防护林明显增加了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土壤动物数量，但对杂食性大型土壤动物数量影响不明显。 

(4)随着距离的增加，柏木边坡防护林对相邻农田大型土壤动物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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